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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的《行政处罚法》

共增设条文22条，修改内容所涉条文有70条之多。

“大修”之后的这部法律，既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依法治国、深化行政执法领域改革的重要成果

落实到法律之中，更从首次明确行政处罚的概念、

完善行政处罚的种类、扩大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限、

行政处罚实施权向基层延伸、细化行刑衔接制度、

修改行政处罚时效制度、确立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的法律地位、完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强化行政

处罚的正当程序等方面，对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

人员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形成了系列新考验 ,对北

京治理现代化更是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新的

《行政处罚法》实施在即，作为这部法律实施主体

的行政机关，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问号需要找对钥

匙开对锁、解疑解惑解难题。

问号之一：海量的文该怎么清

在新的《行政处罚法》正式实施之前，抓紧

完成对涉及行政处罚内容的法规、规章和行政规

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是确保这部法律顺利落地

实施的重要举措。从北京市财政局紧锣密鼓组织

开展专项清理的情况来看，目前已发现需要修订

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各1部，主要是《北京市

行政性事业性收费条例》《北京市会计管理办法》

中存在“构成犯罪”“吊销营业执照”等条款；发

现由北京市财政局主责起草、以市政府或市政府

办公厅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修改或废

止的13件，问题主要是存在给予通报批评、行政

实施新修订《行政处罚法》

亟须打开五个问号
陈以勇

处罚相关决定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考核考

评挂钩、从严从重从快处理、构成犯罪等表述；

需要对由北京市财政局主责起草并对外印发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的25件，问题主要是存在

构成犯罪、通报批评等表述。从国务院办公厅及

和本市的相关工作部署来看，普遍有一种抢时间、

赶进度、毕其功于一役的倾向，我感到这与各地区、

各部门历史性文件如山似海、清理工作不可能一

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实际状况不符。从北京市财

政局的情况来看，近几年对外公开的历史性文件

一度叠加到了7500多件，我们以不怕给“红头文件”

当杀手、做屠夫的精神，几经清理攻坚才降到了

现行有效文件1975件，其中按国办发〔2018〕37

号文件可认定为规范性文件的 726 件，上述文件

的时间跨度超过40年，需要以反复拉网“过筛子”

的方式才能实现不遗不漏、应改尽改、应废尽废。

问号之二：专业的人该怎么选

新《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 ：

“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

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

法律职业资格。”但当前行政机关普遍存在法律

专业人才“引不来、留不下”“不好干、干不好”

的问题，在法制工作属于非主流、非核心业务的

财政部门表现得更加突出。像北京市财政局法制

机构目前具有全日制法律专业背景的干部仅为 4

人、只占 40%，其他超过一大半的人员都是 50

岁以上的非法律专业干部，像该处处长（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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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两年前阴差阳错、半路出家式地轮岗交流到

了法制处任职，属于在法治工作岗位上“无证驾

驶、违章作业”的“三无”人员（无专业学历、

无专业学位、无职业资格），存在着“外行处长

干得越欢，潜在法律风险越大”的突出问题。再者，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属于法律专业科班

出身的法制处副处长屈丽敏非常优秀出色，她在

任现职务 9 年期间连续配合辅助了 5 任法制处处

长，至今还是“原地踏步”、默默无闻地当好财

政法治工作“顶梁柱”，这种淡泊名利、顾全大

局的事迹和精神虽很感人，但也容易形成一种法

律专业人才在本级机关发展受限、出路很窄、既

安不下“肉身”又放不下“灵魂”的导向，产生

了让法律专业人才望而却步的“寒蝉效应”。据

了解，上述这种非法律专业干部“鸠占鹊巢、滥

竽充数”、法律专业干部“寄人篱下、委曲求全”

的现象，在行政机关并不鲜见。落实新《行政处

罚法》对法制审核人员提出的专业化要求，亟须

从“敢问路在何方”变为“路在脚下”。

此外，新《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规定“行

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对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

专业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从财政

部门行政执法实践情况来看，2020 年全市财政系

统实际编备执法人员 75 人（含市财政局 12 人），

未达到执法岗位编制比应占本系统人员编制数量

12% 的考核要求，同时市委编办发出了《关于查

处市级部门对各区机构编制条条干预问题情况的

通报》，禁止市级部门对各区机构编制管理及改

革进行纵向干预，这就使得市财政局难以向下发

力推动解决执法队伍“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与

此同时，财政部门现行处罚执法依据有 30 多部，

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监管执法领域和行业覆盖面

广，包括财政资金管理、政府采购、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票据管理、非税收入管理、企

业财务会计监管、彩票管理、资产评估和注册会

计师行业管理等 ；监管执法对象范围广，包括行

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

和个人 ；执法处罚难度大，主要是一些财务会计

违法行为，很难通过一般性的账簿、会计信息检

查发现问题，尤其是采购人、资产评估机构、会

计师事务所、代理记账机构和采购代理机构等法

人和其他组织，其违法行为比一般交通违法、治

安违法等违法行为隐蔽性、专业性更强，查处难

度更大，程序更加复杂，如证明串通投标中“串通”

的证据很难取得，对专业性强的资产评估等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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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进行处罚也同样存在认定难、过程长、成本

高等一系列问题。近几年尤为突出的问题是，一

些违法行为主体采取兜圈子、躲猫猫、快速注销

企业实现“人间蒸发”、在“一次不用跑”服务

通道重新注册实现“改头换面、摇身一变、凤凰

涅槃”等五花八门的手段，逃避财政部门执法处

罚，加之财政部门属于不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查

封或查扣当事人财物、冻结或划拨当事人银行存

款等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机关，有时执法人员东奔

西跑、被遛被虐累成了狗也迟迟搞不定一个案子。

按照新《行政处罚法》要求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

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将是一场又一场“挑战

不可能”的艰苦战斗。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在新《行政处罚法》

正式实施之后必将更加凸显。但解决“编”和“人”

的问题，行政机关所属法制机构及执法处（科）

室本身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必须从顶层设计

和党管干部的层面推动解决问题。

问号之三：空白的规该怎么立

施行新《行政处罚法》确如牵一发而动全身，

由此产生了配套法规的诸多空白地带、模糊地

带。北京市财政局由本局法制机构唯一的法学

博士、主任科员蒋贵荣牵头负责梳理，提出了

财政部门所面临的七个问题 ：

一是关于行政处罚的种类。新《行政处罚法》

第九条增加规定了“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

制从业”等新的处罚种类，第六十三条规定了

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的处罚种类。其中，“限

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新《行政处罚法》没有

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而对“限制从业”，

新《行政处罚法》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

当前，迫切需要相关法规明确政府采购法律

规定中的“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

动”“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

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会计师事

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

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

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 ；

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规定的“暂停其经营业务”“予以撤销”“暂停

其执行业务”，属于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何

种处罚种类，以便在执法过程中明确是否适用

听证、集体讨论和法制审核等处罚程序。

二是关于没收违法所得。新《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

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

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本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的概念，但在

财政部门执法中，对被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注册会计师和政府采购供应商

等当事人的“违法所得”该如何计算，是否要

考虑扣除成本、已经缴纳的税费等，规定不明确，

使“违法所得”的计算缺乏明确的依据，建议

有权机关予以明确。

三是关于主观过错的认定。新《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

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财政部门执法中，

如何判断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还没有明

确的规定，这也对市级行政机关统一制定并向

社会公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形成了挑战，建议

有权机关进一步明确。

四是关于行政处罚追溯时效问题。新《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

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

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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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五年”。建议有权机关尽快明确涉及公民生命

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处罚期限

延长至五年的具体情形或者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

五是关于已立案案件的办理时限问题。新

《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自

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

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

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

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

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鉴于财政部门部

分 2020 年立案的行政处罚案件正在办理中，建

议明确新《行政处罚法》正式实施前已立案且尚

未办结案件，是否适用90天办理时限的程序规定。

六是关于听证数额标准的确定。新《行政

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下

列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

织听证 ：（一）较大数额罚款 ；（二）没收较大

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 ；”对

于“较大数额罚款”“较大数额违法所得”“较

大价值非法财物”的具体数额标准，还没有明

确的规定，建议有权机关予以明确。

七是关于实施联合惩戒问题。新《行政处

罚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并没有联合

惩戒这个种类。当前本市由 35 家行政机关联手

对违法失信主体所采取的联合惩戒措施，所依

据的仅仅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

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

施的合作备忘录（2016 版）》，以及本市京经信

委发〔2017〕33 号通知，其中属于财政部门职

责范围内的惩戒措施有四项，分别是“禁止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依法依规限制政府性资金支

持”“依法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和

“依法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从联合惩戒措施所特有的“杀伤力”来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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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已形成了不是行政处罚但又不逊于

行政处罚的效果，应当尽快从“法无授权不可为”

和“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角度加以清理和规范。

问号之四：罚缴的账该怎么算

新《行政处罚法》在第六十七条、第

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

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

第七十九条规定了罚缴分离、上缴国库、当场

收缴、出具票据、拒绝缴纳、加处罚款、强制

缴纳、暂缓缴纳、公开拍卖、不得挂钩、禁止

返还、对截留或私分罚款进行追责等内容，用

这么长的篇幅聚焦行政处处罚罚款问题，在现

行法律法规中比较罕见。联系近期媒体曝光和

热炒的“逐利执法”问题，说明作出这样的法

律规定确有必要、势在必行。从北京市的情况看，

早在 20 多年前就结合部门预算制度改革和国库

管理制度改革，严格落实了“收支两条线”管理，

在本市不存在行政处处罚罚款同执法主体挂钩、

向执法主体返还的问题，“逐利执法”在北京没

有空间和市场。但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现行预

算科目“类”“款”“项”等没有行政处处罚罚

款的科目设置，平时的罚缴情况湮没在非税收

入收缴管理之中，一般要到年度终了完成决算

编报时，才能将全口径的行政处处罚罚款收缴情

况完整地呈现和反映出来，这种相对迟滞性的披

露，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行政处处罚罚款收缴情

况的知情权、监督权，需要结合推进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建设等加以研究和改进。此外，本市正

在加快推进“公物仓”建设，也应当秉持公开、

开放的态度和精神，以线下“实物仓”与线上“虚

拟仓”齐头并进的形态，向社会公众披露罚没物

资入仓后的管理、处置、流转、利用等情况，切

实交出一本“明白账”“放心账”。

问号之五：查处的案该怎么晒

新《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具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

开。”“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

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三日

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并公开说明理由。”从

本市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信息进行公开的情

况来看，不仅要在本机关门户网站的行政执法信

息专栏公开，而且要分别录入司法部门的行政执

法信息管理平台，市场监管部门的企业信用信息

网，经信部门负责的大数据汇聚平台、“信用中

国（北京）”及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政

务服务管理部门负责的“互联网 + 监管”及“一

网通办”等，再加上其他一些中央部委也通过自

身相应的平台收集信息，有的执法处室反映一个

行政处罚决定最多要同时向 12 个平台进行录入

和报送，并且各个平台所提出的要素、路径、需

求等各不相同，造成了同一个信息不得不多头重

复录入，既不利于当事人从最权威的官方渠道顺

利查询获得信息，更造成信息化系统重复建设、

网络资源和人力资源严重浪费，极大地增加了行

政运行成本。建议结合实施新的《行政处罚法》，

对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应当公开什么、怎么公开、

在哪儿公开，作出统一规范，切实使“村村点火、

家家冒烟”搞公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

得到彻底扭转。

（本文作者系北京政府法制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市财政局法制处处长）


